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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4 年 2 月 1 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专司莫高窟保护、管理与研究。此后，敦煌莫高窟法律保
护体系不断完善。1985 年我国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极大地推动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接轨，

《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敦煌莫高窟保护总
体规划》(2011) 是吸收与借鉴国际遗产保护法规的结果。
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忠实履行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与
国际社会合作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典范。

一、世界遗产公约的宗旨与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即《世界
遗产公约》) 的宗旨是建立一个长久有效的保护对国际社
会有重大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制度。公约明确界定了
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含义; 规定了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设

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基金来管理和资助世界遗

产的养护。同时遗产公约还就国际援助的条件和程序等作
出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公约》的界定，文化遗产为“从历史、艺术和

科学观点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
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从
历史、艺术和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环境风
景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及考古地址等”。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 凡被推荐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须至少符合下列一项标
准，并同时符合真实性及完整性的要求: (1) 代表人类创
造性天才的杰作; (2) 展示人类在一段时间内或在一个世
界的文化时期内，对建筑或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
或景观设计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3) 对现存或已
经消失的人类文明或文化传统构成典型的见证; (4) 构成
可以展示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某一类型结构的最富有特色

的例证，如建筑、建筑群或景观; (5) 构成可以代表某一
文化或多种文化的传统人类居住或使用土地的典型例证，

而这类结构在不可逆转的社会文化、经济变动影响下已变
得脆弱; (6) 与有着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生活传统、观
念、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的或明显的关联 (此标
准只在特殊情况下结合其他文化或自然财产标准联合使

用)。
签订《公约》意味着向国际社会宣布: 签约国将致力

于保护本国的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以把它们留传给下一

代。世界遗产不只属于遗产所在国一个国家，而应该将其
视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加以保护。为此，国际社会约定，
将对每一个致力于保护本国遗产的国家给予援助，并相互

负有责任和义务。1985 年，我国正式加入 《世界遗产公
约》，对国际社会作出了为全人类妥善保护中国境内世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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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庄严承诺。

二、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历程

(一) 敦煌莫高窟概况及其遗产价值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 366 年，历经十个朝代，至公元 14
世纪连续千年凿窟造像不断，形成南北全长 1730 米的石窟
群。现保存洞窟 735个、壁画 45000 平方米、彩塑 2200 多
身，窟檐 5座，佛塔 26 座。莫高窟各窟均由洞窟建筑、彩
塑和壁画综合构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寺遗址，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1961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
11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批准，以
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条标准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1］

莫高窟艺术不仅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宗教和社会生活

情况，同时也表现出历代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1900 年，
莫高窟发现“藏经洞”，洞里藏有从公元 4 世纪到 14 世纪
的历代文物五六万件，并由此发展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 “敦煌学”。
莫高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和世界

性，不仅记录了中古时期敦煌、河西走廊和西域地方的历
史，还涉及当时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
保存了丰富生动的中外艺术形象，展示了中古时期广阔的

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一千多年间艺
术的流传及演变。它更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及欧亚文化
一千年间汇集和交融的结晶。总之，莫高窟以其绵长的历
史，丰厚的遗产，巨大的信息，珍贵的价值，使它在中国

和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

术的表征。［2］日本敦煌学家认为: “作为边陲小镇的敦煌之
所以引起世人瞩目，完全是由于莫高窟的造型艺术和在窟

内发掘出来的数万件遗书、美术工艺品等这两类文化遗产
的缘故。莫高窟之所以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封藏在藏经洞
内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3］。
(二)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历程

1． 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简史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工作，始于 20 世纪初。光

绪三十二年 (1906 年)，清廷设民政部，拟定《保存古物
推广办法》，通令各省执行。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就将‘保存古迹’与
‘救贫事业、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一道作为 ‘城
镇乡之善举’，列为城镇乡的‘自治事宜’。这是我国涉及
保存古迹的最早的法律文件。宣统元年 (1909 年)，清廷
组织官员、学者调查国内碑碣、造像、绘画、陵墓及殿宇
等文物古迹。
民国政府曾于 1914 年 6 月 14 日发布《大总统限制古

物出口令》，规定 “京外商民如有私售情事，尤应严重取
缔”。1916年 3 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发《为切实保存前代
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 10 月又颁发《保存古物暂
行办法》，其中提到古代城郭、关塞、壁垒、岩洞、楼观、
祠宇、台榭、亭塔等遗迹均应保护，要求各地“一面认真

调查，一面切实保管”。1920年 3月，叶恭绰在《呈请设立
国家通儒院等文化学术机构的有关文件》中指出: 民国五
年 (1916年)，内务部虽有《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及古物
调查表通咨各省。然有劝无诫，纯任 “自然”。守土者视
为具文，盗卖者依然如故。［4］他建议 “保存古物法规宜速
拟草提交国会也”。

20世纪 3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确立与
发展的重要阶段。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名胜
古迹古物保存条例》规定: “凡在中华民国领土内，所有
名胜古迹古物之保存，除法令另有规定外，依本条例行

之。”条例共 11 条，其中名胜古迹分湖山、建筑、遗迹三
大类。

1930年 6月 7日国民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共 14
条，明确在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有价值的古
物为保护对象。该法于 1933 年 6 月 15 日施行，这是中国
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公布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明确宣布

“地下古物均属于国有”，同时规定 “古物流通限于国内，
因研究需要而必须出国者应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及教育

部、内政部核准，发给出境护照，并必须在 2 年内归回原
保存处”。1931年 7 月 3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 《古
物保存法施行细则》19条，规定“凡外国人民无论用何种
名义不得在中国境内采掘古物”。1928 年至 1936 年， 《古
物保存法》及《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的出台，有效地
遏制了自晚清以来纷杂无序的名胜古迹破坏的狂潮，对破

坏中国名胜古迹的东西方列强以及不法古玩商人以强烈的

威慑。［5］

1932年 6月 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央古物
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隶属
关系、职权范围、工作内容和具体组织方法，并规定了人
员编制及所司职责，这是第一个由国家设立的专门保护管

理文物的机构。1936年 3月 16日公布《外国学术团体或私
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规定 “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对于
中国学术机关发掘古物如有特殊之协助由中国学术机关告

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后始得参加工作”。同日公布
《古物出国护照规则》16 条。自此，公开的、没有法律约
束的文物外流基本绝迹，“文物非法出境”和“文物走私”
成为一个具体的法律概念。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尽管中
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但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也没有设

置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法规基本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

行，各地大量文物仍处于无人看管甚至荒芜的状况中。［6］因
此，1944年以前，敦煌莫高窟一直没有获得有效的保护与
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战争造成的大量文物破坏及文物

流失现象，中央人民政府采取颁布法规、法令，设置中央
和地方管理机构等一系列措施，初步建立起我国的文物保

护制度。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历程
莫高窟的价值首先引起国外探险家及国际学术界的关

注。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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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曾浏览过敦煌莫高窟，并于 1902 年在汉堡的东方学
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我国对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的保护
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900 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后，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的价值未能引起中国学界及各级

政府的足够重视。
文物保护法律的缺失导致文物权属不明，这是造成藏

经洞发现者王圆禄私自出卖、处分文物的重要原因。有敦
煌学者指出: 藏经洞的发现地点属于下寺管辖，是道士的

势力范围。藏经洞又是道士王圆禄及其手下人偶然发现的，
因此王圆禄很容易将藏经洞文物看做是下寺的财产。虽然
藏经洞文物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物，但发现后却一直掌握在

道人的手中，原因便在于此。［7］

自 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遗书于 1907—1925
年间因法律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力等原因大量流失国外。
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这座艺术宝库长期无人管理，

任人破坏偷盗，甚至连藏经洞的重大发现都无人过问，以

致造成外国盗宝者乘虚而入，将藏经洞文物洗劫一空的耻

辱，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变成了一座破败不堪、满目疮
痍，病害频生的废墟。［8］甘肃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没有对
藏经洞文物的保护提出过建设性意见。1904 年敦煌知县汪
宗翰受甘肃省政府的命令检点藏经洞文物，命令王圆禄将

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1906 年敦煌知县黄万春第一次向中
央政府学部报告敦煌发现藏经洞的事情。1910 年夏，藏经
洞劫余文物运抵北京，交学部保存。据慕寿祺《甘宁青史
略》记载，伯希和劫经后， “各报登载，万国宣传，北京
士大夫始知敦煌所发见之古物，系国家重要文献。各报馆
大为鼓吹良久，北京政府始行文陕甘总督，饬令将敦煌石

室现存古物，一概送交学部。于是督署行文安肃道，道署
行文安西州，州牧行文敦煌县知县陈泽藩，饬礼房经承会

同差役前往封存。1909年 8月 22 日，在罗振玉等人的请求
下，清朝学部向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拍发了一份电报，即

《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
人购买电》，这是中央政府首次下达保护敦煌文物的命令。
甘肃省民政厅于 1929 年 2 月 15 日公布“行政院训令饬订
定保护敦煌古迹办法”，1929 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发布
“令敦煌县加意保护千佛洞训令”。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先后公布《古物保存
法》和《古物保存法实行细则》等法律文件，建立并发展
了文化遗产法律体系。［9］敦煌莫高窟在这一时期被收归国有
并设立专门保护机构。1942 年，于右任在《文史杂志》上
发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建议: “此东方之文艺渊
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将湮灭。非
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建议设立
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

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筹画办理。
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10］。1942 年，向达对敦
煌莫高窟的无人管理、任人破坏盗窃的情况痛心疾首，于
当年 12月 27日至 30 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论敦煌
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大声疾呼敦
煌千佛洞应收归国有，交学术机构管理。他强烈敦促政府

迅速加强对敦煌千佛洞及其他古物遗迹的保存和管理。他
的呼吁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促成了敦煌研究所的成

立。［11］向达是第一个真正从考古学意义上提出莫高窟的保
护问题的，并由此促成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的实施。1943
年 3月，国民政府采纳于右任、向达提出的将莫高窟收归
国有、设立敦煌学院的建议，教育部委派高一涵、常书鸿
负责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 年 2 月 1 日，国立敦
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从此，莫

高窟由国家进行管理和守护。自 1944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
所至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经历了看守时期 (1944—
1949)、全面抢救性加固时期 (1950—1984)、科学与法制
保护时期 (1984以后) 三个阶段。

1950年 4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
所，并设置保护室 (组)，开始了对莫高窟的抢救修复和

保护，莫高窟保护工作迎来了的春天。60 年代前期，国家
制定、颁布了包括石窟寺在内的多项文物法律、法规，如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 《文物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
法》《革命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管理暂行办法》
等。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
单。法律的公布不仅提高了敦煌石窟的声誉，而且极大地
促进了保护工作。［12］1982 年公布实施的新中国文物保护事
业的首部法律——— 《文物保护法》开启了莫高窟保护新的
篇章。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做出扩大敦煌文物研究
所的建制，更名为敦煌研究院的决定，为莫高窟保护迈向

新台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因此，敦煌莫高窟在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前已经受到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

三、敦煌莫高窟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

莫高窟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直接受到国际文化遗产保

护法的影响。1985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从此不断深化。1989 年加入《关
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方

法的公约》，1999 年加入《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
公约》，1997年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
出口文物公约》。加入这些国际公约促进了我国文物保护法
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13］ 《甘肃敦煌莫高窟保
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是吸收与借鉴国际
遗产保护法规的结果，是我国遗产保护与国际接轨的范例。
我国于 2007年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

2002 年 12 月 7 日，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
《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条例》，2003 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
《条例》规定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责，明确规定了各
级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在保护莫高窟方面的权利、
义务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违法责任和执法要求; 从法律
上明确了莫高窟保护的对象、范围，保护工作应遵循的方
针和原则。《条例》重新划定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重点保护区东以大泉河东岸为界，南至成城湾起向南延伸

500米，西以石窟崖沿起向西延伸 2000 米，北至省道 S217
线 1. 1万米里程碑处。一般保护区将有利强化重点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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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功能。《条例》为莫高窟的科学保护与管理提供了
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2011年，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第一个国际合作规划项
目——— 《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2006—2025) 开始
正式公布实施。为有效保护敦煌莫高窟的遗产真实性、完
整性和延续性，2003 年，敦煌研究院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
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主持，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
亚遗产委员会、敦煌研究院共同参与，以《中国文物古迹
保护准则》规定的保护程序、原则为指导，合作制定了
《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使莫高窟成为最早遵循《准
则》实施保护与管理的遗产地之一。《规划》由规划文本、
规划图纸、规划说明、基础资料四部分组成，其中规划文
本是《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的核心，由规划总则、
遗产系统评估、规划基本对策、分类专项规划、规划分期
与实施组成。根据《规划》，敦煌莫高窟保护将全面地保存
莫高窟的历史信息及价值，目标是建成世界级的遗址博物

馆、具有国际水准的石窟研究中心和壁画保护研究中心。
《规划》提出了“整体保护”目标，第一次把莫高窟的全
部文物建筑、包括地下可能分布区列为保护对象，并充分
关注遗产环境在遗产价值中的作用，划定了“建设控制地
带”和“环境控制区”，使莫高窟的保护区划达到了 1344
平方公里，统筹规划了遗产地的遗产保护、生态保护和旅
游发展。规划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是保护和管理工作的
依据。通过制定《敦煌莫高窟总体规划》而进行的价值评
估，加深了对莫高窟独有的特征、丰富的内容、多元的价
值，及对当前社会重要现实意义的认识。［1］ 《敦煌莫高窟
保护总体规划》的公布，将与现有的国际公约、我国文物
法律体系以及《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一道，为莫高
窟的保护与管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总之，敦煌莫高窟与中国及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同步发展。莫高窟专项立法和 《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
划》的公布实施标志着莫高窟的保护已经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四、敦煌莫高窟保护的历史经验

莫高窟保护工作坚持贯彻《世界遗产公约》及《操作
指南》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国内法规，坚持真实
性、完整性保护原则，60 多年的保护经历积累了丰富而宝
贵的经验。
(一) 遵守文物古迹保护国际准则，坚持整体性、真

实性保护原则

敦煌研究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遵循国际

文化遗产保护规则，坚持真实性、整体性保护原则，贯彻
1964年《威尼斯宪章》和 1994 年《奈良真实性文件》关
于真实性的保护原则和《西安宣言》所确立的遗产环境保
护原则，加强生态环境保护。1992 年成立的敦煌西湖自然
保护区，是敦煌绿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绿色屏障，对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根据当前
国际遗产保护的理念———不可移动文物应当回归遗址所在
地保存，才能实现遗产价值的完整性，《敦煌莫高窟保护总

体规划》第一次在管理分项规划中提出 “价值管理”概
念，对莫高窟的流散文物回归及其信息建库建设提出了构

想。敦煌研究院积极参与国际敦煌项目，以实现各国保存
的敦煌文献共享的目标，同时呼吁世界各国的相关机构与

个人主动归还流失文物。［15］

(二) 倡导国际合作保护，弘扬共享理念

世界遗产理念的提出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世界遗

产所内含的“为后代人托管遗产”及“自然与文化遗产为
一整体”的思想已经为各国广泛接受。世界遗产的保护主
要是所在国家的责任，但同时应该积极借助于国际社会的

力量，敦煌莫高窟的保护是国内保护与国际合作保护的完

美结合。［16］敦煌研究院坚持为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共
同利益及未来世代的利益而保护文化遗产。

1979年敦煌成为第一批开放城市，莫高窟开始向世界
敞开大门。1986年敦煌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1987年莫高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两次获得了世界
遗产基金的资助。敦煌研究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掌握先进的保护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坚持科学保

护。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所该
开展了文物保护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壁画保护与莫高窟周

边环境监测，双方合作的“敦煌莫高窟第 85窟保护修复研
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2004 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
新奖”二等奖。［17］

(三) 加强遗产管理，协调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世界遗产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珍稀性和脆弱易损性的
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必须把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一切

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都应以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前提，
都要以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根本。这是世界遗产事
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敦煌研究院是国家设立的负责世界
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西榆林窟
和敦煌西千佛洞保护、管理和研究的综合性专门机构。敦
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认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应包括

四个方面内容，即世界一流的遗产收藏、遗产保护、遗产
研究以及遗产展示与服务功能。其中，展示与服务是任何
世界遗产都应自觉承担的社会功能。在做好保护的同时，
提升服务质量和加强遗产管理成了莫高窟的重要工作之一。
有效保护、保存和展示遗产，是《世界遗产公约》的基本
要求。
敦煌莫高窟自 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

中外游客 600多万人次。为了解决“有效保护”与“合理
利用”的难题，敦煌研究院在长期保护管理实践中逐渐总
结出了三条具体对策: 一是加强管理，开展科学监测和研

究，确定洞窟合理的游客承载量; 二是加强保护，开始对

壁画彩塑实施全面的数字化存贮，并对壁画、彩塑的病害
进行全面、综合、科学治理; 三是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窟
内与窟外结合开放，为莫高窟提供一个永久保存、永续利
用的新基础。游客服务中心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陈列
厅、数字影院等。通过在建的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项
目，可以使观众欣赏到高分辨率、高清晰度的洞窟建筑、
彩塑和壁画，同时也使洞窟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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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利用数字化实现永久保存

数字技术在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展示中已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数字技术是保证敦煌遗产 “永久保存、永续利
用”的最好手段，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展示和弘扬敦煌艺
术。“数字敦煌”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
北大学共同开展的 “数字化敦煌壁画合作研究”的成果。
项目完成了莫高窟及榆林窟 22 个洞窟的数字图像，虚拟漫
游洞窟 5 个。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保存为我国文化遗产的数
字化存贮国际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目前，敦煌研
究院已完成 47个洞窟的数字化拍摄。［18］

应用数字技术，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部信息进行记录，

同时也应用于洞窟壁画现状调查、日常监测等保护工
作。［19］根据一项“国际敦煌项目”，文物专家和技术人员正
在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卷子、写经等进行数字化，试
图将它们与敦煌壁画和洞窟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以形成真

正意义上的“数字敦煌”，实现敦煌流失文物数字形式的
回归。
(五) 以科研促保护

学术研究是科学保护、遗产价值阐释的基础，一流的
遗产研究将推进公众对遗产价值的理解与尊重，激发公众

参与到遗产保护中来。石窟保护涉及多个学科，多学科的
研究为壁画修复、环境监测及遗产价值的弘扬发挥了重要
作用。敦煌研究院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学术
研究为保护与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兰州大学敦煌
学研究所是由兰州大学和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具有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六) 传播遗产价值，号召公众参与遗产保护

敦煌研究院坚持保护、研究、弘扬的办院方针，积极
传播遗产价值，让世界了解莫高窟，并唤起社会公众的保

护意识。敦煌市民积极响应《莫高窟保护区内坟墓搬迁通
告》，迁出保护区内的坟墓，显示了很高的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20］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这一天，莫高窟管理机构
都会对当地百姓实行门票减免优惠政策，开放几个洞窟供

人们参观，并在九层楼前设立香炉，以满足人们烧香拜佛

祈求神灵保佑平安的心愿。
敦煌研究院多次组织敦煌文物展览，包括 1951 年在北

京历史博物馆和 2010 年在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的文物展览。
敦煌研究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敦煌》
的热播极大地增进了公众对莫高窟遗产价值的了解，同时

也增强了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成立 60多年以来，除了国家力量对莫高窟进行保护管理之
外，个人和社会慈善捐助对莫高窟保护贡献也功不可

没。［21］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公募资金从事中国
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的公益活动。2010年 11月 18

日，香港敦煌之友成立，作为非营利公益团体为敦煌莫高

窟的保护培育人才、筹募经费。
总之，敦煌莫高窟保护机构严格贯彻 《世界遗产公

约》《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等文化遗产保护国际、
国内法规，坚持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原则，取得了宝贵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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